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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寺院與書院論宋代之儒佛交涉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博士班三年級 

鄧葶愉 

摘 要  

 

宋代儒佛關係處於既競爭排斥，又相互模仿學習的階段，而在二者眾多的異

同中，教育軌制的發展與實踐是值得注意的一面。宋代文人因不滿於社會現狀，

而興起書院制度；佛教僧信為了爭取社會影響力，亦嘗試將儒家思想與佛教義理

相融合。 

考察宋代書院之相關記載，可發現許多在宋代形成的書院，過去原為佛教寺

院。且亦多有書院與寺院院址比鄰的情況。且從兩方院所數量攀比的紀載中，可

見得儒家與佛教的相互競爭。不過，也並非所有的書院都與佛寺關係緊張，從儒

士與僧人的交往記錄可以見得。 

然而，在實踐面上，更可見到書院與寺院在組織、形制、教學法等上多有相

似之處。因此，本文利用書院志、詩文與佛教史籍等文獻進行分析，比較宋代書

院與佛教寺院的異同。藉此證實在外部表現的院址環境、建築形制、組織制度、

祠堂祭祀等四方面討論書院與佛寺相仿之處。而各式的教學活動，如：講學方

式、義疏語錄、負笈遊學、學勞並作，乃至追求超脫世俗的境界等，都可見書院

與佛寺的相似與佛教的影響。 

雖然書院與佛教寺院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各儒家學者對佛教的態度和互動

方式有所不同，儘管二者在學術和信仰上有差異，但它們在社會文化中都扮演著

重要角色，共同促進了宋代的知識傳播和文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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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宋代儒佛關係概述 

有關宋代儒家與佛教的關係，在學界已多有討論，並從中可見二者有競爭關

係，但也有思想、實踐上的相互效法、融合，而不同時期、個人的態度等更是複

雜多變。像是宋代道學的興起，即與儒佛競爭有關，為了尋找方法診斷時代危

機，並試圖提出與佛教不同的解決方案，肅清當中的佛教影響，宋代道學企圖用

新學說爭取同時代的知識界，但又因其所處時代充滿佛教影響，佛教思想、行為

已滲透於語言、文藝、生活等各方面，故道學在發展自己的新學說的同時，亦不

免受佛教影響。1 雖然道學家在開展自身學說時，會為了維護儒家道統和綱常名

教而批判佛、道，但實際上在道學的創立與發展過程中已吸收大量的佛、道思想

因素，故而有「援佛入儒」的情況。像是孫復〈儒辱〉、石介〈怪說〉、歐陽修

〈本論〉等當中，皆有站在儒家立場而提出之排佛言論。2 而在吸收佛教思想方

面，則可從道學與佛教相似的主張來看，例如：周敦頤提出「主靜，則動而無

動，斯為動而正矣」與禪宗「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相近。3 朱熹提出「存理滅

欲」並在道德修養上主張「格物」以消除人欲之私，亦將靜坐融入教學，可見其

修養方法仍因襲佛教禪修的理論與實踐。4 陸九淵「發明本心」與佛教「明心見

性」雷同，都蘊含「心即理」的思想，且都有將蒙蔽本心的外在雜念去除的意

涵。5 

另一方面，佛教人士也有積極融會儒家思想之舉。道學對佛教的批判一方面

激發儒者建立並完善道學體系，然而另一方面也進一步促成佛教人士重新審視佛

教義理如何因應時代所需、與儒家思想交涉融合，亦即通過「援儒入釋」將佛教

與位居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傳統靠攏。例如：北宋天台學僧智圓《閑居編》中有

 
1 芮沃壽著，常蕾譯，《中國歷史中的佛教》。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66-72。 
2 楊曾文，《宋代佛教與儒者士大夫》。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3，頁 251-291。 
3 賴永海，《中國佛教通史第十冊：宋遼金元》。高雄：佛光文化，2014，頁 130-137。 
4 賴永海，《中國佛教通史第十冊：宋遼金元》，頁 130-137。 
5 賴永海，《中國佛教通史第十冊：宋遼金元》，頁 13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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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三教鼎立」，6 以及「學佛以修心，學儒以治身」7 等的敘述。而契嵩

《輔教編》中則指出：儒、佛核心目標皆是勸人為善，只是方法有所不同的儒佛

一貫主張。8 而親近佛教的儒者晁迥、張商英等也著有會通三教，甚且主張佛教

義理、境界最為高深的論說文章。9 又、就歷史而言，在道學學者中保持儒者身

分，並吸收佛道思想，致力融合三教者占大多數。10 

宋代的儒、佛關係複雜多樣，二者在社會中共存並相互影響。因儒家思想於

此時期復興，而佛教仍保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故士人在追求儒教的同時，也多

表現出對佛教的尊重。部分儒家學者更試圖將儒家和佛教融合，形成了「儒佛合

一」的思想。然而，事實上反對的浪潮亦同時存在，認為佛教與儒家的存在相衝

突，如：南宋新儒學的權威締造者朱熹即視佛教如大敵，強調維持儒家道統，而

對佛教持批評態度。 

儒、佛二家各有其特殊的教義思想、組織和活動方式，在不同時期、地區滿

足不同的社會需求，但在中國歷經長時間的思想滲透與融合，故使二家多有相似

之處，而這種聯繫於宋代又具體展現於書院的興建及其教育軌制的創立等。 

二、 書院與佛教的關係 

書院制度的形成本基於儒家文化理想，為建立與理想相符的教育環境，在歷

經長期實踐檢驗後，書院教育制度成為地方教育之主流。11 另者，因現實情勢由

唐末以來的戰亂動盪結束，宋代一統後，社會環境逐漸安定，士子就學意願提

升，國家也需大批治術人才。但宋初朝廷還無暇顧及興學設教及文教事業，故而

促成私人講學熱潮，書院教育亦在此條件下得到進一步發展。12 而宋代道學的傳

 
6 《閑居編》，X56, no. 949, p. 915b22-23。 
7 《閑居編》，X56, no. 949, p. 891c16-17。 
8 《鐔津文集》，T52, no. 2115, p. 660a3-16。 
9 《法藏碎金錄》，CBETA 2023.Q4, B27, no. 153, p. 743a10-13、p. 836b4-7。《護法論》，T52, no. 

2114, p. 643a20-25。  
10 楊曾文，《宋代佛教與儒者士大夫》，頁 90-91。 
11 吳萬居，《宋代書院與宋代學術之關係》。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頁 1-7。 
12 樊克政，《中國書院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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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即與書院的成立有著密切關係。 

儘管書院主要是儒家學術的中心，但在一些方面仍與佛教交涉，受佛教影

響。在宋代以前，書生寄寓寺院習業已蔚為風尚，更促成宋書院制度的演進，甚

或「書院」之名，即是由此風尚而來，雖宋以前的書院尚不具藏書、講學等功

能，性質與「書堂」相同，但其後宋人承襲舊有規制，並加以擴大，「書院」終

成群居講學之所。13 且參考王建〈杜中丞書院新移小竹〉中有句「此地本無竹，

遠從山寺移」，14 可推測在唐代已有「書院」雖不在佛寺境內，但也與佛寺有所

來往。 

此外，從《大宋僧史略》中提及： 

 

夫學不厭博，有所不知蓋闕如也。吾宗致遠，以三乘法而運載焉，然或魔障

相陵，必須禦侮。禦侮之術，莫若知彼敵情。敵情者，西竺則韋陀；東夏則

經籍矣。故祇洹寺中有四韋陀院，外道以為宗極。又有書院，大千界內所有

不同文書並集其中，佛俱許讀之，為伏外道，而不許依其見也。此土古德高

僧能攝伏異宗者，率由博學之故。15 

 

可見佛教對外學並不排斥，為了能攝伏各種不同背景的眾生，「博學」有其必要

性，且可說明在寺院當中設立書院的意義。從維護、宣揚佛教角度來看，外學的研

習不可或缺，其有助於攝伏異宗，推進儒釋或三教交融，更對開展與上層上會、

知識階層的交往有益。 

查閱與宋代書院相關之記載，會發現許多在宋代形成的書院，過去原為佛教

寺院，如：岳麓書院前身為麓山寺；16 嵩陽書院原為嵩陽寺；17 石鼓書院原是石

 
13 嚴耕望，〈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兼論書院制度之起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刊》30：2，1959，頁 724-726。 
14 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上冊）》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頁 28。 
15 《大宋僧史略》，T54, no. 2126, p. 240c20-27。 
16 參考：歐陽守道〈贈了敬序〉中言及：「往年予長嶽麓，山中碑十餘，尋其差古者，其一李北

海開元中為僧寺撰，其一記國初初建書院，忘撰者名。碑言書院乃寺地，有二僧，一名智璿，一

名某，念唐末五季湖南編戶風化凌夷，習俗暴惡，思見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類。凡所

營度，多岀其手，時經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師而負以歸。士得屋以居，得書以讀。其後，版

圖入職方，而書院因襲增拓至今」。（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上冊）》，頁

53。） 
17 王景荃，〈嵩陽寺造像碑研究〉。《中原文物》6，2016，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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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寺；18 鵝湖書院原與鵝湖寺關係密切，又鵝湖之會即在鵝湖寺舉行19 等。 

除此而外，從書院與寺院院址比鄰，兩方院所數量攀比中，也可見得儒家與

佛教的相互比較、角逐，像是《愛日齋叢鈔．天下四書院》中有言：「參以古庠

塾之制，較之釋老塔廟之盛，良不為過矣。然或學校廢壞，長吏漫不省，寧從傍

築書堂精舍，求其教養之實」。20 朱熹〈乞賜白鹿洞書院敕額〉：「山老佛之祠，

蓋以百數，兵亂之餘，次第興葺，鮮不復其舊者。獨此儒館，莽為荊榛」，21以

及「況境內寺觀鐘鼓相聞，殄棄彝仡，談空說幻，未有厭其多者；而光王禮樂之

宮，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稀闊，合軍與縣，僅有三所」。22 馬廷鸞

〈廬山白鹿洞書院興復記〉亦言：「考此山佛老之祠以百數，兵亂之餘次第興

葺，而先王禮樂之宮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23 而外，朱熹另言：「今

老佛之宮徧滿天下，大郡至逾千計，小邑亦或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勢未

已。至於學校，則一郡一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其盛衰多寡之相

絕，至於如此，則於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24 還有謝枋得〈鷺洲書院記

跋〉承繼周必大「學校轉為寺觀」之說，再言「雖然，由文忠之説，則吾邦雖復

數書院，猶以為不足也」。25 綜上所述，可見儒士對普及書院的迫切呼籲，乃因

見佛教隆盛佔地擴張，而生起強烈的危機意識，進而在故有寺院附近建設書院，

與之抗衡。 

不過，也並非所有的書院創立者都與佛寺僧侶關係緊張，如：建立碧泉文定

書堂之湖湘學派開創者胡文定，就自號草庵居士，並曾寄詩偈答上封秀和尚。26 

 
18 《南嶽總勝集》，T51, no. 2097, p. 1061c22-23。 
19 胡榮明，〈空間與記憶：鵝湖之會的地方性敘事〉。《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2016，頁

26-32。 
20 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上冊）》，頁 45-47。 
21 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上冊）》，頁 69-70。 
22 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上冊）》，頁 69-70。 
23 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上冊）》，頁 78-80。 
24 宋．朱熹撰，《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六》（上海：商務印書館，1992，《四部叢刊》，影印上海

涵芬樓藏明刊本），卷 13，頁 70。 
25 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上冊）》，頁 155-156。 
26 《五燈會元》，X80, no. 1565, pp. 382c23-383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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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雖與釋僧交往，其立場仍是站在儒家方發展學說，並堅決反對佛教，作有〈與

贛川曾幾書〉針對佛教的相關問題提出批判。27 此外，釋文瑩曾撰「戚同文主應

天府書院」一文，28 文中可見對戚同文的稱讚，且對書院創立背景有所了解，可

推測釋文瑩對戚同文、應天府書院並不排斥。 

三、 書院與佛教寺院之比較 

書院受士子習業山林寺院的風氣影響而興起，故自然在各方面多少承襲了寺

院的外在形制、功能等，並在肖似佛寺的基礎之上融入儒家理想，營造符合儒家

教育目標之教學空間。因此將書院與佛寺對比，可見不論硬體或生活都有著共通

點，以下將從院址環境、建築形制、組織制度、祠堂祭祀等四方面討論書院與佛

寺相仿之處。 

（一） 院址環境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書院與佛寺的選址，皆有擇居靜僻山林的意向。除前段提

及的儒家競爭意識與士人寄寓寺院讀書的傳統外，寓學於山中清幽之地，免除塵

擾以利於提升修為，安穩身心更是擇山水勝地而立的重要因素。如：汪藻〈何氏

書堂記〉中即有云：「晉之士大夫可謂求志而得其志矣。其退也，處山林而以讀

書為樂；其出也，居城府而以治民為事。或出或處，不過乎數十里之間，其人物

風流可以想見也」。29 可見宋代士人對處山林讀書的推崇，於山林陶冶性情，潛

思進學，可謂宋代書院立於山林間的重要原因。另外，朱熹《衡州石鼓書院記》

中指出「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群

居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褒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30 

呂祖謙〈白鹿洞書院記〉亦提及：「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師多至

 
27 王立新，〈湖湘學派與佛教〉。《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6，2004，頁 101-103。 
28 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上冊）》，頁 47-48。 
29 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上冊）》，頁 104-105。 
30 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上冊）》，頁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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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31 可確定宋代書院擇山林勝地講

學之盛。 

而佛寺立於山林則由來已久，早在東晉慧遠於廬山東林寺，與隱士二百餘人

結白蓮社，就已見築佛寺於山間，並有學術討論活動的紀錄。32 然而，事實上佛

教原先在印度就有森林意識、阿蘭若的推崇，並對中土有潛移默化的影響，雖初

傳中國因受中央集權、精英文化的擠壓，始終未得伸展，但自北魏太武帝滅佛

（446）始，數次激烈的滅佛運動，直接促發佛教從都市轉向森林的意願。33 也

自此於山林立寺的傳統不斷在中國延續、發展，直至宋代山林佛寺之興盛可從宋

代詩文、34 筆記等文學作品中見得。 

綜合上述，可知書院與佛寺築於山林，遠離塵世紛擾，專心修學辦道之意。

就如李天同對延平書院的評價「絕市井之囂，飽泉石之勝，真群居講習之所」。35  

（二） 建築形制  

有關書院建築布局受中國禪林寺院影響，已有學者利用佛寺記、書院記、山

志等材料進行比對，指出二者的相似在於集講學、藏書及宗敎活動之所於一院，

且皆為中軸線建築，可見佛寺對書院的影響。36 除此而外，參考周應合《景定建

康志》中明道書院的相關記載，可見其祠堂居中，春風堂（會講之所）在後，而

御書閣（環列經籍之所）設於春風堂之上。37 此建築形制與現今仍可見之部分寺

院大殿、法堂、藏經閣的配置相同。 

不過，也並非所有書院的布局盡同，特別至南宋書院的建築結構雖基本具備

 
31 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上冊）》，頁 72-73。 
32 蔣義斌，《宋儒與佛教》。臺北：東大圖書，1997，頁 33-36。 
33 孫悅，黃偉龍，〈從「蘭若」到「叢林」：論佛寺名稱中森林意識的演化〉。《世界宗教文化》

5，2023，頁 179。 
34 參考：許燁麟，〈宋代佛寺文化與詩歌研究〉。南京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9，頁 52-56。 
35 樊克政，《中國書院史》，頁 88-89。 
36 丁鋼，〈禪林與書院的組織形式──一個比較研究〉。《內明》205，1989，頁 14-15。何明棟，

〈佛教對我國古代書院的影響〉。《法音》8，1991，頁 10-11。 
37 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上冊）》，頁 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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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殿、祠堂、講堂、齋舍、書樓等，但實際上擁有藏書建築的書院還較少，甚至

存在僅有祠堂的書院。38 另外，有關建築布局也有不同者，如：程珌〈札溪書院

記〉可見： 

 

方且考卜竒勝，肇造書宇，講堂其中，扁以「達善」，前有湧泉，疏池滌研。

兩廡旁翼，為東西齋，齋上為閣，左曰「明經」，經史子集之書藏焉；右曰

「見賢」，古先賢哲之像列焉。門之外壘土為壇，環植以杏，結亭曰「風雩」。

伯仲子姓，肅肅雍雍，蚤夕其間，以修以游，旁有老桐，莫知其年，一日震

雷，不煩斧斤，乃以其材，像洙泗聖人而事之，用瞻儀刑，以肅朝夕。39  

 

藉此可知，札溪書院雖基本為中軸線建築，但是將書樓、賢哲之像置於兩廡之

上。除此而外，周必大〈太和縣龍洲書院記〉中述及：「創屋二十楹，列左右生

齋曰「然」，曰「卓爾」，自堂及門，端正顯敞，下逮庖湢，各得其所」。40 可見

龍洲書院的建築各局更為簡單。 

另一方面，建物中的綠化也是寺院和書院都關注之事。如：北宋詩僧惠崇撰

有〈高略書院〉云：「古木風煙盡，寒潭星斗深。」41 朱熹〈龍光書院心廣堂

記〉提到：「植叢篁以供吟嘯；疏蓮沼以縱游賞」。42 都可見書院對周圍環境的重

視。而宋代文人至佛寺寫下對寺中花木松竹的吟詠詩詞亦不在少數，43 可見不論

寺院抑或書院都重視院中環境，會對花草樹木加以整頓，除怡情養性外，又供來

者遊賞。 

（三） 組織制度   

為利於群居共修共學，組織制度及規範的建立是必須考慮的問題。透過對言

行舉止的規範，有助於達到身心安穩、靜心治學的效果。因此不論禪寺或書院都

 
38 樊克政，《中國書院史》，頁 90-91。 
39 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上冊）》，頁 147。 
40 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上冊）》，頁 154-155。 
41 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九。（《全宋筆記．第一編．十》。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頁

246-249。） 
42 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上冊）》，頁 86-87。 
43 參考：許燁麟，〈宋代佛寺文化與詩歌研究〉，頁 5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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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住眾、生徒的生活紀律定有清規或學規，透過契合修行或學習心態的行為準

則，來達到培養清淨心、溫良恭儉讓的目的。在禪宗清規當中，「清」是重要的

思想內涵，而藉由物理清淨可啟發心理清淨，進一步可裨益信仰清淨。44 是故清

規當中對於僧人的日常禮儀、行為、活動等有詳盡嚴格的規定。而書院部分從陸

九齡與朱熹的問答：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

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教作虛誕之文，

皆壞其性質。某當思欲做一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須有

益。」先生曰：「只做禪苑清規樣做，亦自好」。45  

 

可知學規有仿照禪苑清規創立的淵源。除此之外，從書院學規立定的基本精神，

可見書院作育英才的終極目標在於個人的修身養性，最終達到兼善天下的儒家理

想志向。如：呂祖謙〈麗澤書院學規〉中有：「凡預此集者，孝弟忠信為本。其

不順於父母，不友於兄弟，不睦於宗族，不誠於朋友，言行相反，文過飾非者，

不在此位。既預集而或犯，同志者，規之；規之不可，責之；責之不可，告於眾

而共勉之；終不悛者，除其籍」。46 可知麗澤書院以孝弟忠信為培養學生的根本

素養。而朱熹〈白鹿洞書院揭示〉中有：「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

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中略）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

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47 可見朱熹認為

教學的目的在於以義理修身並推己及人，若能深刻體悟此理，無須學規亦能自然

行為端正。此外，徐元杰〈延平郡學及書院諸學榜〉中有： 

 

吾與諸生一月一相聚于學或於書堂，必欲親扣毎日所習何事，所讀何書，

 
44 黃奎，《中國禪宗清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頁 244-247。 
45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126。 
46 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上冊）》，頁 197-198。 
47 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上冊）》，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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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何文。已別牒教官、堂長，凡所講習，當先就本心本身上理會，使

之鞭辟向裏。有不善自覺而改可也，有所覺自知而充可也，有所知自愛

而守可也。（中略）故學校所以教養，皆仁者也，而後可以化不仁之民；

皆君子也，然後可以勵小人之；俗皆孝悌務本者也，而後可以潛革其犯

上作亂末流之弊。48  

 

可知延平書院嚴格規定學生每日所行，是出於令學生省察自身學問體悟的目的。

也從中可發現徐元杰希冀透過書院教育擴大儒家的影響力。 

  綜上所述，可知雖然禪院與寺院所追求的終極目標不同，但其中希望藉由外

在行為規範影響內在涵養的精神實質雷同。其中所示，可見禪宗清規對書院學

規、制度的影響。 

除軌範確立外，在禪林與書院規模擴大後，為便於管理，開始搭配有人員組

織的建構。在佛教寺院當中的管理，立有三綱，即上座、寺主、維那或上座、維

那、典座。49 而書院當中亦安設有山長、堂長、典謁等職。若將禪林職位再加以細

分，據《敕修百丈清規》所載，大禪宗寺院應設有東序六知事──都寺、監寺、副

寺、維那、典座、直歲；西序六頭首──首座、書記、藏主、知客、知浴、知殿，以

及各種列職雜務等。50  

而在宋代眾多書院當中又以建康府明道書院的管理組織最為龐大最完善。其設

有山長、堂長、提舉官、堂錄、講書、堂賓、直學、講賓、錢糧官、司計、掌

書、掌儀、掌祠、齋長、醫諭等職位。51 此外，《白鹿洞書院志》中也記載了該

書院的組織結構，有：主洞、副講、堂長、管幹、付管幹、典謁、經長、學長、

引贊、伙夫、采樵、門斗等職。52 從中可見書院與禪宗寺院的組織形式、職事安

排大同小異。 

 
48 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上冊）》，頁 202-203。 
49 參考：《大宋僧史略》，T54, no. 2126, pp. 244c17-245a25。《翻譯名義集》，T54, no. 2131, p. 

1075a12-13。 
50 《敕修百丈清規》，T48, no. 2025, pp. 1130c06-1133c1。 
51 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九。 
52 胡青，《書院的社會功能及其文化特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頁 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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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還可注意在禪院當中有以「方丈」稱長老、住持居住之室，或延伸指

稱和尚的用法。53 而在書院當中亦有「方丈」的用法，如：陸九淵即在象山精舍

建設用以自居的「方丈」室。54  

（四） 祠堂祭祀 

書院除教育講學外，還有一重要功能，即祭祀先賢，在書院中也多設有獨立

的祭祀空間，然而從供祀祭拜的象神物件，也可佛教對儒家的影響。儒家傳統的

祭祀禮儀所用為木主、神牌，然而在佛教影響下，「影祭」、「影堂」開始在中國

流行，自入宋起，民間家禮「影堂」始成，「影」在家祭中地位日升。55 而在書

院資料中也可見關於「影」與「影堂」的記載，如：《朱子類語》載有：「先生每

日早起，子弟在書院，皆先著衫到影堂前擊板，（中略）月朔，影堂薦酒果」。

56 另外，劉宰〈平江府虎丘山書院記〉有「繪像建祠」、57 王應麟〈廣平書院

記〉有「肖像祠於塾」58 等記錄，可推測宋代書院當中有受佛教影響之影祭的祭

祀禮儀。 

四、 佛教與書院教學活動之交涉 

教育是書院設立的精神核心，為達到教育目的書院中會進行各式的教學活

動，以下就其中與佛寺相似，乃至說是受佛教影響的教學活動說明之。 

（一） 講學方式 

講學是書院最主要的活動之一，在講說模式當中又以升堂講說最容易看到佛

 
53 參考：《(重雕補註)禪苑清規》X63, no. 1245, p. 538b3-4。《叢林校定清規總要》，X63, no. 1249, 

p. 598c23。 
54 宋．陸九淵撰，《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六。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頁 509。 
55 彭美玲，〈「立主」與「懸影」──中國傳統家祭祀先象神樣式之源流抉探〉。《臺大中文學報》

5，2015，頁 41、59。 
56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七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2674。 
57 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上冊）》，頁 135。 
58 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上冊）》，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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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直接影響。在佛寺當中，升堂講說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已相當盛行。寺院透

過舉行講經法會，傳播其思想，教育僧徒，是一種集體式的教學方式。根據魏晉

南北朝佛教講經儀軌制度資料、日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以及宋僧元照

《四分律行事抄資記》等文獻的記載，佛家敎學大體可歸納爲鳴鼓集衆、開講禮

拜、升堂講說、歌詠讚嘆、唱經開題和質疑問難等形式。59 且在禪林當中發展為

一套固定的上堂講經方式。而這些形式與特點與儒教都講制度應有相互影響。例

如：儒家書院主要的教學方式同樣有鳴鼓集衆、開講禮拜、升堂講說，以及質疑

問難等。從陸九淵「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鳴鼓，則乘山蕎至，會揖，升講

座，容色猝然，精神炯然」60 的記述中可以確認。  

除此而外，關於書院中提倡「質疑問難」的教學法，則可與佛教當中的都講

制度、豎義提問對應。早在南北朝時佛教就已出現由講法者先「豎義」，然後由

聽經者提問的講經辯論形式，而此提問，並非像此前的都講有事先禮請、安排，

而是由聽眾隨意提問，甚至坐於末席者亦可發起辯論詰問。61  

另外，值得一提的還有不論儒佛都藉由講說，發展各家學說，最終開立學

派。講經法會便於高僧自由發揮自己的獨到見解，甚至出現講經時「分剖文句，

皆臨機約截，遍遍皆異」，為創宗立說創造了條件。62 而書院當中之會講活動有

異曲同工之妙。 

（二） 義疏語錄 

隨講說而興起者，還有章句疏釋的流行。義疏、講義，即是講解者將經文逐

章逐句地疏釋，而聽講者根據講解者的研究申明經旨，但不拘泥于師說的口頭講

說紀錄，其間或論議而非逐句疏釋。在佛教高僧翻譯或講釋經文時，學僧會對所

聽之講經問答內容加以筆記、整理，常常後來也成為流行於世的經文注疏底本。

 
59 丁鋼，〈儒佛教學制度之比較研究〉。《內明》204，1989，頁 6。 
60 宋．陸九淵撰，《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六，頁 509。 
61 張雪松，〈魏晉南北朝佛教講經儀軌制度研究〉。《輔仁宗教研究》25，2012，頁 13-14。 
62 張雪松，〈魏晉南北朝佛教講經儀軌制度研究〉，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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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書院當中，因講義周詳易懂故義疏之學普遍流行。如：陸九淵主講〈白鹿洞

書堂講義〉，雖僅講《論語》中的一章，但朱熹作〈跋金溪陸主簿白陸書堂講義

後〉稱讚其「請得一言以警學者。（中略）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

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63 除此而外，現

存之宋代書院講義還有呂祖謙〈麗澤講義〉、陳文蔚〈白鹿洞講義〉、〈南軒書院

講義〉、文天祥〈西澗書院釋菜講義〉、王柏〈上蔡書院講義〉，以及明道書院系

列講義等。64 其中從現存有多位學者於明道書院開講儒家經典而成的講義，亦可

見書院自由講學之興盛。 

再者，儒家語錄的集結也可能是受禪宗語錄或者說受佛教將白話文用於書寫

的影響。就如《論語》雖在句首加上「子曰」，但卻仍是以文言來表達孔子思

想。65 且至唐代，類此紀錄師長言教之作法已不復存在。66 然而在宋代書院教學

中出現《二程子語錄》、《朱子語錄》、《象山語錄》、《龜山先生語錄》、《上蔡語

錄》等。而語錄也就是書院師生間解答質疑問難之記錄，而將之用於書院教學法

中，應是為令學生藉由閱讀當中的發問及回答，致使融會貫通。而當中的佛教影

響，可從青年朱熹嘗閱《大慧語錄》找到線索。67  

（三） 負笈遊學 

書院當中又崇尚學術思想自由，重視不同學派間的學術討論交流，故實施門

戶開放、相容並蓄的教學形式，組織「講會」制度，舉行「會講」活動，進而破

除地域限制，使異地殊方的師徒、學者能匯聚一處展開學術研討，而這樣的教學

 
63 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上冊）》，頁 213-214。 
64 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上冊）》，頁 213-263。 
65 梅維恒著，王繼紅，顧滿林譯，〈佛教與東亞白話文的興起：國語的產生〉。朱慶之主編，《佛

教漢語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頁 368。 
66 何明棟，〈佛教對我國古代書院的影響〉，頁 14。 
67 《居士分燈錄》「朱子」條載「搜之篋中，惟大慧語錄一帙而已」，另外，《朱子全書》 

中朱子答許生云：「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可知朱子熟稔《大慧語

錄》，且朱子論禪之語，多引自大慧普覺禪師語錄。（熊琬，〈朱子理學與佛學〉。《華崗佛學學報》

7，1984，頁 26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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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在佛教寺院教育中長期存在。68 而與之相關的還有當時書院認同的遊學交

流。像是：范仲淹因在教學上的認真態度，而另「四方從學者輻輳」。69 〈明道

書院規程〉中有：「士之有志於學者，不拘遠近，詣山長入狀簾，引疑義一篇，

文理通明者，請入書院，以杜其泛」等。70 都可見書院不拒遠來而有志於學者，

故可推測在當時前往著名書院學習是士人所崇尚之事。除此而外，書院師生共同

遊憩山林之間，於泉石間質疑問難、吟詠詩詞、探討學問的場面也不少見。為令

學生能與自然融為一體，參透人生哲理，也書院老師會帶領學生領略感悟的教學

方法。71 而儒家之遊學，或也與佛教追崇的遊方參學有所關聯。 

（四） 其他 

除上述外，書院當中的核心事業之一的藏書，實行學勞並作、靜坐等教學

法，乃至說追求道德的超越，也都與佛教寺院的功能、行事相似，或有所關聯。

關於藏書部分，藏書亦是佛教寺院叢林中要的事業之一，寺院當中通常為收藏經

書典籍，會專門為其建設獨立空間，並將之建於寺院的中軸線之上，在禪林裡還

特別設有管理藏經的專門職務。而書院也同樣是將藏書視為書院的重要功能，通

常也建立於中軸線上。且如朱熹所創立之白鹿洞書院，即設「管幹」一職管理書

院藏書。72 再者，有關書院當中施行學勞並作，由學生承擔雜務勞作之責的淵

源，可推至中國禪院初學僧侶需常務勞作，並兼任雜務的制度。73 其次，書院當

中推行的靜坐教學法也與佛教自古以來的禪修方法有著表象上的相似。再其次，

將體罰作為一種極端的教育手段，也是同時於寺院與書院當中。另外，追求超越

凡塵，希望透過學習、修行，以達到更高、超脫世俗的境界，是佛教寺院與書院

 
68 胡雙喜，〈佛教寺院教育對宋代書院教學的影響〉。《教育學術月刊》8，2009，頁 65。 
69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十。（《全宋筆記．第一編．七》。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頁

120。） 
70 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上冊）》，頁 205。 
71 葛曼曼，〈宋代書院學生生活研究〉。河南大學教育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20，頁 25-27。 
72 徐壽芝，〈古代書院藏書利用探析〉。《圖書館雜誌》10，2015，頁 109。 
73 丁鋼，〈禪林與書院的組織形式──一個比較研究〉，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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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約而同的終極目標。 

五、 結語 

書院與佛教寺院之間的關係多樣複雜，不同的儒家學者對於佛教的態度和互

動方式各異。儘管書院和佛教在學術和信仰上存在差異，但都在社會文化中扮演

著重要的角色，共同推動了宋代的知識傳播和文化發展。 

宋代儒佛關係的交涉與融合展現了儒家與佛教在教育、思想和文化上的相互

影響。書院與佛寺在院址選擇、環境營造、組織形式、祭祀活動、教學方法、教

育理念等方面，或多或少呈現出相似與共通之處。此外，儒家強調修身養性、追

求道德境界，而佛教注重超越凡塵、追求解脫，兩者在追求精神境界上有著一定

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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